
 1

 

No. C2006014     2006-07 

 

 

关于东亚经济增长模式争论的再探讨 

 

林毅夫*  任若恩** 
 

 

No. C2006014  2006年 7月 30日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100871。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e-mail: ruoen8324@sina.com。感谢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面上项目（项目编号：70173029），重点项目（项目编号：70531010），创

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 （项目编号：70521001） 对本研究的支持。 
 



 2

 

 

 

 

 

关于东亚经济增长模式争论的再探讨 

 

林毅夫*  任若恩** 
 

 

No. C2006014  2006年 7月 30日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100871。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e-mail: ruoen8324@sina.com。感谢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面上项目（项目编号：70173029），重点项目（项目编号：70531010），创

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 （项目编号：70521001） 对本研究的支持。 
 



 3

关于东亚经济增长模式争论的再探讨 

 

关于我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是近年来国内经济学界争论的热点问题之一。很多

研究尝试用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方法分析我国经济增长的来源，以此判断我

国现有经济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并据此提出未来经济增长模式的改革建议。这

个问题之所以引起人们关注，原因之一是关于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的争论。 

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依据其他一些人对亚洲四小

龙经济增长的经验研究，于 1994 年在国际甚有影响的《外交》杂志上撰文指出，

东亚的经济增长完全可以用要素投入的增加来解释，全要素生产率没有贡献，因

此，他推断在东亚经济的增长中没有技术进步的成分，不存在所谓的“东亚奇迹”，

并认为东亚经济的增长不可持续。克鲁格曼的观点提出后马上在国际学术界引起

一场争论，但是，1997 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后，许多人认为克鲁格曼对东亚经

济增长模式的批评遇见了后来的危机，因而成为国际舆论界的主流观点。 

国内经济学界对于我国经济增长模式的争论深受克鲁格曼的影响，争论中许

多学者依据克鲁格曼的观点来评论我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并提出放弃以

要素投入为主的增长模式，改采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为主的增长的方式。 

本文将澄清克鲁格曼论断的假设，指出他关于东亚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无关

的观点的缺失，并讨论东亚经济增长模式对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启示。在本文的

第 1 节中，我们将首先对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的争论做一简单的历史回顾；第 2

节中，我们则将根据学术界在全要素生产率和世界经济史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来分

析、评价克鲁格曼的观点，并说明克鲁格曼的观点实际上是难以成立的；第 3

节主要讨论东亚经济增长模式争论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启示。 

 

1．东亚经济增长模式争论的由来 

1．1 世界银行报告的基本结论 

克鲁格曼对于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的批判，源于世界银行 1993 年出版的一本

著名报告《东亚的奇迹：经济增长和公共政策》（“ The East Asian Miracle: 

Economic Growth and Public Policy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Reports， 

1993)。世界银行的这本报告试图分析并总结东亚 4 个新兴工业化经济（韩国，

新加坡，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的经济增长的经验，并希望通过总结这些经验

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指出道路。 

世界银行报告的主要结论如下： 

a. 坚持宏观管理的重要性，包括稳定的商业环境，低通货膨胀，有利于鼓
励固定资产投资；谨慎的财政措施，辅之以其他措施保证经济增长中的公平共享

高经济增长的成果；有利于出口竞争性的汇率政策；金融发展和逐步的自由化保

证国内储蓄的最大化，推进资源的有效分配，以及与全球金融系统的融合；尽可

能减少价格扭曲；采取措施推进初等教育，创立不同技能的劳动力结构，以利于

外向经济的发展。 

b. 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管理体系，保证长期发展意愿的实现，追求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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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就业的快速增长；政府与工商业之间的互动，同时政府要在工商业者之间创造

竞争的环境。 

c. 政府需要采取积极的政策加快工业化的步伐，增加出口中的工业产品份
额；外向发展政策加上汇率政策,就成为达到外部平衡,产生加速 GDP 增长的需求,

促使生产吸收技术,保持国际竞争力的手段。在工业化的过程中，东亚政府有选

择地选取了关税保护和鼓励出口的政策，其中不乏道义规劝，补贴和金融手段，

使得实业界可以获得低成本的融资。 

d. 政府清楚地表明了可以获得政府支持的条件，方法是实用的，手段可以
灵活使用，在目标不能完成的时候将废止使用。 

 

1．2  克鲁格曼的批评 

按照哥伦比亚大学著名国际经济学教授 Bhagwati（1996）在 Cornell 大学

的一个演讲的回顾，在克鲁格曼之前耶鲁大学的 T.N. Srinivasan 教授就对世界

银行的研究加以批评，他的理由和克鲁格曼的批评一致，认为在四小龙的经济快

速增长中没有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因此也就没有技术进步的作用或效率的改

善。东亚经济的重要推动力是资本的积累，资本投入可以解释经济增长的 80％，

因此没有所谓的东亚经济奇迹。 

引起国际舆论界高度关注的则是克鲁格曼 1994 年在《外交杂志》(Foreign 

Affairs, 1994)上发表的一篇题为“亚洲奇迹的神话”（“Myth of Asia’s 

Miracle”）的文章。克鲁格曼对东亚增长模式的批评主要依靠了 Kim 和 Lau 的

研究（ 1994 ）和 Young(1992,1994) 的实证研究，因此，我们称之为

Krugman-Kim-Lau-Young 批评。 

克鲁格曼认为：美国经济的增长主要来源于全要素生产率，前苏联的经济增

长则主要靠要素投入的增加，前苏联的增长方式不能持久，导致最后的崩溃；而

东亚洲经济的增长基本上也是靠要素投入的增加，因此，他认为东亚经济的增长

也是不能持续的，是纸老虎。后来东亚金融危机的出现，使他的观点大为盛行。 

 

1．3 一些经济学家对克鲁格曼批评的批评 

其实克鲁格曼的批评并没有得到国际学术界的普遍接受，他的文章发表后，

国际学术界就有一些系统的批判，但未为国内学术界和媒体的关注。下面主要介

绍三篇对克鲁格曼文章的系统批评。 

第一篇文章是前面提到的哥伦比亚大学的 Bhagwati，他 1996 年 5 月 3 日在

Cornell 大学的一个讲座中全面批评了克鲁格曼的观点，其结论主要如下。 

a．首先东亚经济奇迹是现实的存在，而不是如克鲁格曼所说的神话，东亚

奇迹的主要表现就是私营部门投资增长的如此之快，这是其他国家历史上难以比

拟的； 

b．这样一种基本面的突出特征产生的重要原因是这些国家所采用的出口导

向的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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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大量出口收入的增长可以有能力大量进口含有新技术的资本设备，这样

在快速增长的投资中能够含有越来越多的技术进步的成分。这一结果导致了双重

的收益，一方面是出口推动的投资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是进口中所包含的技术

进步所产生的收益； 

d．由于东亚这些国家的较高程度的识字率和教育水平，新一代资本品的社

会贡献大大高于相应的国际成本，因此进一步强化了进口中所包含的技术进步所

产生的收益； 

e．外商直接投资（FDI）与贸易一样具有较高的生产率，反映了出口导向发

展战略的成功，而进口替代战略的不成功则是由于，既不能吸引较多的外商直接

投资，也不能从这些投资中获得较高的回报； 

f．人们所关注的“产业政策”与东亚经济的经济增长关系并不大，甚至有

负面的影响； 

g．东亚经济增长模式已经在一些其他国家得到应用并且获得了很好的后果； 

h．他特别指出克鲁格曼把前苏联与东亚相比较是错误的，前苏联的增长依

靠公共储蓄与投资，而东亚依靠的是私人储蓄和投资，在吸收外国技术方面也不

同，因此亚洲经济的增长与前苏联不同是可以持久的。 

第二篇文章由现任香港岭南大学校长陈坤耀（Edward K.Y.Chen,1997）写成。

陈坤耀原任香港大学教授，是国际学术界最早研究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的学者，

他对克鲁格曼文章的批评更多集中于克鲁格曼的文章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误解，陈

坤耀的文章包括了一些偏重技术层面的分析，也更多触及了克鲁格曼的文章在经

济学理论方法方面的缺陷。陈坤耀对克鲁格曼文章的主要批评可以概括如下： 

a．在经济增长的核算中，作为技术进步代表变量的全要素生产率是核算中

的残差，因此，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投入要素的数据是如何测定的； 

b．关于东亚经济奇迹的争论，与所用的数据有关，也与相应的定义和概念

有关，他认为克鲁格曼、Young 和许多参与这场争论的人并没有很好的了解全要

素生产率研究的理论与实证的发展，在一些基本概念上出现了错误； 

c．陈坤耀论文的最重要贡献是清楚的区分了技术进步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的区别。他指出：在实证研究中，一些人习惯用全要素生产率代表技术进步，这

实际上是一个误解。所谓技术进步包括与资本融合在一起的（embodied）和不包

括资本投入的(disembodied)两类。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所测定的仅是不包括资

本投入的技术进步。因此如果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比较低，只说明不包括资本投

入的技术进步比较低，而与资本融合在一起的技术进步仍然是存在的。更准确的

表述是，全要素生产率所体现的技术进步是不包括资本投入的（disembodied）、

Hicks 中性的( Hicks-neutral )技术进步。而在一般场合人们所谈论的技术进

步的范围要大的多。在这个意义下，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不等于技术进步，而且，

取得不包括资本投入的技术进步并非没有成本。基于这些，他认为克鲁格曼对东

亚经济增长模式的批评是一个误导。 

第三篇文章是一篇亚洲开发银行的研究报告（Felipe，1997），在这篇研究

报告中，作者对亚洲地区有关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证研究做了系统，深入的评述和

分析。作者在分析方法层面的讨论是比较深入的，所指出的许多问题与上面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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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的陈坤耀的论文的分析比较接近，在此不再赘述。但 Felipe 的分析走的更远，

他几乎怀疑在目前这样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分析框架内能够正确地理解亚洲经济

发展过程的实际意义。 

在此特别需要提到中国学者郑玉歆的文章（1998）,这篇文章发表的时间比

较早，但对克鲁格曼文章的主要问题都涉及了，例如文章正确地指出了由于方法

不同，数据不同而可能导致全要素生产率的不同估计，因此直接在国家之间比较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所可能产生的误差。该文章还指出了在分析中生产函数设定

不同的重要性，以及对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概念上所已经出现的混乱。郑

玉歆的文章对克鲁格曼的文章及相关文章中在有关全要素生产率的计量方法中

所存在的问题做了十分深入的分析和批评。该文章还正确地指出了“要素投入作

为增长来源的相对重要性是随时间变化的，是和经济发展阶段以及和要素的性质

密切相关的。”十分可惜这样一篇指出克鲁格曼的文章中的基本问题，并加以深

入分析的论文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也没有能够阻碍一些人继续宣传与此有关的

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 

 

1．4 国际学术界对这场争论的回顾与重新检讨 

在 21 世纪的开始，经济学家们对东亚奇迹的争论重新产生了兴趣，并从一

个新的历史角度对当年的东亚奇迹的争论再次做了回顾与审视。2001 年世界银

行出版了一本新书《从奇迹到危机再到复苏：东亚四十年的经验教训》（From 

Miracle to Crisis to Recovery: Lesson from Four Decades of East Asian 

Experience），这本由 Stiglitz 和 Yusuf 主编的论文集从历史的角度对有关东亚

经济奇迹的争论做了深入的分析，实际上对这场争论做了总结。其中 Stiglitz

所撰写的第 13 章“重新考虑东亚奇迹”（Rethinking The East Asian Miracle）

对上述克鲁格曼的批评做了回应，他对生产率计算结果的稳健性一直存在怀疑，

并提出以下观点： 

a．曾经有研究证明，只要将人力资本的计量方法稍加改变，就会大大改变

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结果，因此全要素生产率计算的结果与所采用的方法和数据

关系很大。由于结果的变异较大，因此展开立论就比较缺乏基础； 

b．如何将资本加以汇总的理论与方法上的困难更是尽人皆知，这一问题在

最新研究中虽然有比较大的进展，但仍然可能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c．计算全要素生产率的方法是标准的 Solow 残差法，这个方法的假设是生

产要素的报酬等于其边际产出，这只有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中才可能，而亚洲国家

的 市 场 显 然 不 是 完 全 竞 争 的 市 场 。 因 此 Stiglitz 教 授 对 上 述

Krugman-Kim-Lau-Young 批评中所涉及的全要素生产率计算提出了质疑，同时对

这些论文中对全要素生产率计算结果的解释也提出了质疑。他认为某种意义上，

关于全要素生产率的争论实际是无事忙。 

在同一文集中的另一篇文章（Pack, 2001）也从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角度

分析了关于东亚经济奇迹的争论。该研究认为在过去的几十年，亚洲新兴工业化

经济积累了大量的资本和技术劳动力，并且十分有效地在生产活动中使用这些资

本和劳动。许多研究都证明，这些国家中的大量企业十分成功地吸收了国际上的

技术和知识，这些技术和知识可能体现在设备中，也可能体现在中间投入中，也

可能是一种不包括资本投入的（disembodied）的技术和知识。而在这些国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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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存在一些强大的工业基地，在这些基地中，有现代化的设备，良好的组织，强

大的营销能力，大量的高效率的工人和灵活应付外部冲击的能力。 

而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以上这些成就都被人们所忘记，流行的观点是衰退

是不可避免的，而政府和企业都不再具有竞争力。但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这些国家

经济的迅速复苏，再次证明上述所获得的成就还是存在的，并在继续发生作用。

包括在最近的有关全球经济不平衡的讨论中，曾有人指出过去几年，一个重要的

调整已经发生，即一些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工业化经济（大多数在亚洲）都积累了

大量的外汇，已经从国际资本市场上的债务国变成了债权国。这些现象的出现未

尝不表明当年对一些东亚经济的悲观论断是站不住脚的。 

台湾经济学家梁启源教授最近也根据他本人参与的“亚洲太平洋多国生产率

国 际 比 较 项 目 ”（ KLEMS ） 中 有 关 台 湾 全 要 素 生 产 率 的 研 究 对

Krugman-Kim-Lau-Young 的批评重新作了考察(Lian, 2002)。他讨论了 Young 的

研究在方法论上存在的问题，并加以改进，结果发现认为台湾的经济增长不存在

技术进步的批评是不成立。 

 

2．我们对克鲁格曼批评的分析与评价 

以下一节我们力图全面讨论克鲁格曼批评，有些评论与前面提到的学者的批

评相似，为了相对完整，我们也再次做了阐述。 

 

2．1 关于全要素生产率计算方法的发展历史及其意义 

全要素生产率测量是近 50 年来经济理论和实证研究的一个焦点领域，研究

的目是想在数量上确定不同投入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单要素生产率如劳动生

产率和资本生产率只考虑一种要素的投入，而全要素生产率考虑的是所有的投入

要素(劳动、资本等)，因此在分析上要优于单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增长核算理论

中全要素生产率是一个“残差”，等于产出增长率与各个被计算到的投入要素增

长率加权和之差。 

为了解释我们的观点，需要回顾一下全要素生产率计算方法的历史，该历史

可以分成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为Solow以前时期，最早提到生产率概念的是Copeland (1937) ,

以及 Copeland 和 Martin(1938)。最早实际估计这个变量的是 Stigler(1947), 

Stigler 在其 1947 的研究中已独立地提出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概念与分析方法。

最早将生产函数方法与生产率联系在一起的是 Tinbergen (1942)。总量生产函

数的起源是所谓 Cobb—Douglas 生产函数，这一模型最初的目的是揭示生产中的

规律并希望利用经济数据来验证这些生产中的理论模型。Tinbergen 首先把这一

生产函数用于研究经济增长问题，他在模型中增添了一个时间趋势，并用这一项

来表示效率,也就是生产率的概念。 

第二个时期为 Solow 1957 年文章到 Jorgenson 和 Griliches 1967 年文章之

间。首先将生产函数与指数方法的理论联系表述出来的是 Solow (1957)。Solow

在 1957 年那篇文章，提出了一个计算全要素生产率的方法，但认为美国的经济

增长 80%来自于全要素增长率，也就是技术进步的实证结论并没有得到后人的赞

同。现在讨论美国经济的全要素增长率问题，通常强调的是 Solow 的理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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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提他的经验结论。在此期间研究美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以 Kendrick 和

Denison 为代表。这些人的实证分析结论，跟 Solow 当年是不一样的。 

第三个时期为 Jorgenson 和 Griliches 1967 年文章之后。该文章批评了

Denison 等人的工作，认为他们在投入的计量上存在的误差，因而高估了经济增

长中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他们的论文认为从理论上分析，所谓的全要素生产率

实际上是一种计算上的误差，这个误差来自于对投入要素衡量的不准确或是某些

对生产有贡献的要素没有被包括在生产函数中所致，如果把各种投入要素都包括

在内并准确衡量则这个误差不存在，全要素生产率就为零。因此，当发现一个国

家的全要素生产率高，很可能只代表对这个国家的投入要素的衡量不准确或是某

些投入要素未被包括在内。同时，也意味着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必须对投入要素

有准确的衡量，并且，跨国的研究应该采用一致的测算方法才有可比性。 

目前国际学术界的大量研究所依据的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方法是根据以上

所提到的建立在第三时期所发展的方法。这一点的最重要的标志就是 OECD 所出

版的关于资本估计的手册（OECD，1999）和关于生产率估计的手册（OECD，2001）。

该方法仍然保留着完全竞争市场和规模收益不变的假设。对于该核算方法的上述

基本假设可能不满足的问题也早已被人们所认识，之所以没有发展出新的核算方

法，就在于在如此复杂、成熟的体系中改变一些基本假设并不是很容易，需要考

虑太多因素，同时还需要满足已有体系的许多要求，这方面的努力一直还没有获

得成果。 

而对于全要素生产率核算的基础理论--生产者行为理论的挑战，特别是对于

生产者理论中的利润最大化目标函数的假设的研究也很多，如销售最大化

（Baumol1967），还有管理效用最大化（Williamson 1964）和利润满意(Simon 1959)

等。但是微观经济学的厂商理论是一个完整的理论，试图按照其他的目标函数来

建立系统的厂商理论的研究，并对微观经济学的厂商理论给出完整的替代体系似

乎还没有真正成熟。 

目前通用的估计全要素生产率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增长核算方法，其理论

模型简洁，来自于新古典增长理论，是一种非参数的实证估计方法，计算方法主

要依靠统计性质与经济学性质很好的一些指数公式。另一种是经济计量学方法，

一般将总产出或增加值作为因变量，将不同的投入变量作为自变量，通过参数估

计的方法来研究。经济计量学方法测算全要素生产率虽然可以放松增长核算方法

中完全竞争市场和规模收益不变等假设，但必须对估计的参数给出先验假设，并

且受样本观察值数量的限制，容易出现参数估计不稳定等统计上的问题。而非参

数方法将指数方法与生产函数相联系，更适合于定期的生产率统计研究。OECD

（2001）生产率手册推荐使用增长核算的方法来估计全要素生产率，这也是目前

采用最广泛的测量全要素生产率的方法。美国劳工统计局(BLS)从 1983 年开始公

布的美国全要素生产率，就是用增长核算方法来估计的。 

现在有些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直接应用回归分析方法（例如最小二乘方法）

来估计一个带时间趋势项的生产函数，这种研究在方法论上是有问题的。原因是：

以经济计量方法来估计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是生产函数的经济计量估计，而生产

函数的计量估计并不是一个单方程的简单回归分析的问题，而是包括生产要素需

求的联立方程体系的估计问题，这一点在国内许多关于生产函数估计和全要素生

产率估计的研究中都没有得到正确的理解和运用。即使是 C-D 生产函数的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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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是简单的回归分析，至少有 4种以上基于联立方程体系估计的估计方法。关
于生产函数的经济计量估计可以参考李子奈的《计量经济学—方法和应用》，和
任若恩的《计量经济方法论-关于在中国应用的研究》。而在英文的文献中，则有
大量的研究，如最早的经典文献Marschak 和 Andrews(1944), Nerlove 1965年的
专著, Intriligator 1978的教科书，Jorgenson 1986的综述等，关于估计全要素生产
率的经济计量方法，可见 Nadiri和 Prucha 2001论文中的介绍。 

目前全要素生产率国际比较研究以 KLEMS 项目最有影响。KLEMS 项目是最近

几年由哈佛大学的 Jorgenson 教授和日本庆应大学的黑田教授等人共同倡议的

国际间的全要素比较项目，K 是资本（capital），L 是劳动（labor），E 是能源

（energy），M 是物质生产部门产生的中间投入要素（intermediate-input），S

是服务生产部门产生的中间投入要素，即左边是产出，右边是生产总产值中的五

个组成部分。这个等式中特别把能源提出来，就是为了将来好研究环境问题。

KLEMS 研究方法的基础是双国生产函数模型，并在这一模型框架下估计两国之间

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差距。这一方法最初由 Jorgenson 与西水(Jorgenson 和

Nishimizu, 1978) 提出并用于日本和美国的经济增长因素的比较研究,并通过计

算两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差距，来解释国家之间在增长因素方面的不同。计算的

理论基础是微观经济学中的生产者理论和对偶理论。由于生产函数采用超越对数

函数形式，对生产技术的描述可以限制在假设尽可能少的框架中(Christensen, 

Jorgenson, Lau,1971,1973)。这一方法可以利用指数的形式计算，也可以利用

经济计量学的方法计算(Jorgenson 和 Kuroda, 1988; Jorgenson et al.1988)。

这一分析框架已用在双国与多国之间的比较,以及宏观和产业部门之间的比较

(Christensen, Cummings Jorgenson, 1980, 1981；Jorgenson and Kuroda, l992，

Conrad，1992)。在最初的研究中，生产函数是由增加值和资本，劳动等变量构

成。在随后的发展中，增加值改为总产值，在解释变量中又包括了中间投入。 

KLEMS 项目目前已经形成了一个多机构参加的组合(Consortium Project 

Institutions)，其中包括美国的 4 个机构(The Conference Board，Harvard 

University，Brookings Institute,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和荷

兰、意大利、英国、德国、法国、西班牙、芬兰、丹麦、加拿大和日本等国家的

一些机构(Timmer, 2000)。 在亚洲区域，与此相似的项目 ICPA(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of the Productivity among Pan--Pacific Counties)也已接近完

成，该项目包括日本、 韩国、中国等国家和台湾等地区。KLEMS 项目研究的目

的是：投入要素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生产率和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国家间增长的

基本要素的区别，劳动力的质量与构成的变化与差异对国际竞争力的作用，国家

之间高技术产业的生产率和国际竞争力的差异。 

克鲁格曼的批评其实有一个非常致命的错误。他引用 Solow 1957 年做的分

析，认为在美国经济增长当中，有 80％以上是通过技术进步取得的，是全要素

生产率的贡献。但是，Jorgenson 等人 1987 年出版的书是根据 Jorgenson 和

Griliches 1967 年文章之后研究方法进行研究的典范，该研究认为，美国从 1948

年到 1979 年的经济增长因素分析中，资本是最重要的，劳动的贡献是第二重要

的，而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排在第三位。克鲁格曼不可能不知道 Jorgenson 和

Griliches 1967 年文章之后对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的新发展，和 Jorgenson 等人

1987 年这本书的新结论，但是他仍然用了 Solow 1957 年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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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经济发展史研究的发现 

在前面讨论陈坤耀对克鲁格曼批评的批评中提到技术进步包括与资本融合

在一起的（embodied）和不包括资本投入的(disembodied)两类。不同发展程度

的国家取得技术进步的方式可能不同，发达国家所使用的技术处于国际技术的最

前沿，发达国家的企业要取得技术创新，必须自己进行新技术的研发，而研发的

投入在目前通用的生产率的研究中并不包括在投入要素内，依靠这种方式取得的

技术进步属于不包括资本投入的技术进步。与此相反，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和发

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以引进技术的方式取得技术创新，发展中国家 引进的技术通

常包括在新的机器设备里，属于包括资本的技术进步。因此，以同样的方式来研

究一个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那么，发展早期的全要素生产率将会较低，而达

到发展阶段后，全要素生产率将会较大，这个理论推断在对美国和日本的经济史

研究中得到证实。 

Hayami 在其新著《发展经济学：从贫穷到富裕》（Development Economics：

From Poverty to the Wealth of Nations）的第 5 章主要讨论了“经济发展中

的资本积累”的问题。该章介绍了 Abramovitz(1993) 的有关经济史的研究，根

据他的估算，对美国来说，在 1800-1855 和 1855-1890 年间，全要素生产率对劳

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要大大小于资本—劳动比例增长的贡献，这说明在此期间，

资本产出比例在增加。这一研究也大致证明了，在通常人们认为美国工业革命开

始（19 世纪 40 年代和 50 年代）后的初期阶段，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

动力。对日本来说，经济史的研究也揭示了大致相似的增长类型。按照 Hayami 和

Ogasahara（1995）的研究，如果假定日本的工业革命开始于 19 世纪和 20 世纪

之交的年代，在其后的工业革命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也出现了资本-劳动比率

的增长率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因此也同样表明资本-产出比率的增长和提

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只能解释劳动生产率增长的 10%，其余是投入要素的贡

献。 

日本的研究和美国的研究结果都表明，在随后的工业发展的高级阶段，全要

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步提高，资本的份额在达到一个高点后开始下降。

前面已经谈过，克鲁格曼对东亚经济的分析所依据的实证研究之一就是 Kim 和

Lau（刘遵义，1994）。而按照 Hayami 书中的分析，Kim 和 Lau（刘遵义，1994）

的研究恰恰证明了东亚的 4 个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发展经历显示了与美国和日本

早期发展相类似的增长模式。 

 

3．小结：东亚经济奇迹争论对中国的意义 

从格鲁格曼挑起的这场“东亚经济奇迹”争论的回顾中，我们可以得到几点

对我国未来发展有意义的结论： 

第一，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和经济增长因素的分析具有一个严谨的理论体系

和分析框架，如何从概念上正确把握特别重要。克鲁格曼对东亚经济奇迹的批评

主要是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经济意义没有正确把握，以及对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在

全要素生产率上的不同表现缺乏了解造成的。因此，我们不要简单地根据克鲁格

曼对“东亚经济奇迹”的批评来评论我国的经济发展经验，并作为讨论我国未来

经济发展模式的依据。 

第二，对于一个国家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来说重要的是技术的不断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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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在于全要素生产率的高低。从美国和日本等国家在未成为最发达国家之前，

全要素生产率低，只有到了发达阶段时全要素生产率才高的事实可以看出：这些

国家在还处于发展中阶段时，技术创新主要是靠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设备，只有

到了发达阶段各个产业的技术大多已经处于世界的最前沿时才转而以不表现为

资本的研发来取得技术创新。目前，我国还处于发展中阶段，和发达国家还有很

大的技术差距，要善于利用这个差距，在尽可能的范围内引进合适的先进机器设

备，这样全要素生产率的水平虽然会较低，但是，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的速度反

而会较快。 

第三， 我国虽然应该多利用引进技术来取得技术创新，但是，并不是就不

用进行自主研发。首先，发达国家劳动力昂贵，发达国家的技术通常尽量自动化

以减少劳动力的使用。我国劳动力相对便宜，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时，通常需要

进行一些流程的研发创新，在不影响产品质量的前提下，应该尽量以劳动力来替

代昂贵的自动化设备，这样可以降低成本，增加效益。其次，有些产业我国有比

较优势，但是没有比我国更发达的国家还留在这个产业里，因而也无法从其他国

家引进时，或是，在这个产业里我国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只是最后一、二个关键的

技术而难于从发达国家引进时，我国就需要在这样的产业自己进行新产品和新技

术的研发。秉持这两个原则，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产业水平的提高，需要自主

研发的领域将会越来越多，全要素生产率的水平也就会越来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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